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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1979—2017 年中央发布的 438 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
分析法，梳理了改革开放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使用概况与演变历程。从方式
类型上看，我国综合运用了强制型监管、激励型监管、能力建设型监管与象征劝诱型
监管方式，但存在结构性失衡:强制型监管供给过溢，激励型监管、能力建设型监管
供给不足。从演变历程上看，遵循从对抗型监管走向合作型监管的发展逻辑———强
制性、对抗性元素渐次收缩，柔性、协同性元素稳步扩张。其中，象征劝诱型监管日
益获得重视，社会共治成为着力构建的新模式。上述变化源于监管环境带来的契机
以及监管过程转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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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实现监管目标的工具，监管方式与监管绩效密切相关。正因如此，监管方
式研究一直是监管领域的热点议题，食品安全监管亦不例外。学界普遍认为过度倚
重命令—控制手段是造成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难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 崔卓兰和
宋慧宇，2010; 刘鹏，2010; 倪永品，2017) 。它隐含了政府全能主义的监管理念，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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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与行业状况了如指掌，因此有能力制定合适的监管

政策，其实质是政府总揽一切，排斥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然而，受信息不对称、认
知缺陷等因素掣肘，上述设想难以实现。更有甚者，受自利动机驱动，监管主体将命
令—控制监管简化为“发证式监管”( 刘亚平，2011; 刘亚平和文净，2018) ，重审批、轻
监管的做法致使命令—控制监管沦为管而不控①( command without control) 。命令控
制式监管屡屡遭人诟病，学界倡导监管方式革新，运用多元化监管方式治理食品安

全问题( 崔卓兰和宋慧宇，2010; 宋慧宇，2013) 。其中，社会共治模式颇受关注。不
同于命令—控制式监管，社会共治模式中监管者与监管对象并非单向权力行使的命
令—服从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陈彦丽，2014) 。事实上，企业愿意率先建立自我监管
制度，以规避政府监管可能引致的高昂成本( Coglianese and Kagan，2007) 。不仅如
此，社会共治还着眼于释放社会活力，发挥社会监督之作用。为此，既须赋权于社
会，培育理性的社会力量( 刘飞和孙中伟，2015) ，强化公民责任意识与公共权力意
识，构建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火警机制; 还应推动信息公开。追根溯源，信息不对称
条件下的激励问题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 冯中越和冯鼐，2018) 。信息公开制度则促
进信息高速流动，使声誉机制的作用得以运转，敦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龚强等，2013) 。
此外，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演变也为学者所关注。指令型体制时期( 1949—

1977年) 多运用劝说教育、政治运动、行政干预等手段; 混合型体制时期( 1977—1992
年) 则开始使用法律禁止、司法审判、经济处罚等工具; 监管型体制时期( 1993 年至
今) 除原有的监管方式外，产品和技术标准、特许制度、信息提供等手段得到应用( 刘
鹏，2010) 。可以看出，监管方式逐渐多样化、现代化。
概言之，既有文献已就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作出较为深入的论述，构成了本

文的研究基础。略显遗憾的是，从量化角度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发
展与演变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运用内容分析法，对 1979—2017 年中央
部委颁布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系统量化分析，希冀以此推进相关研究。本文试图回
答以下问题: 首先，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运用了何种监管方式? 监管方式在结构上呈

现何种特点? 其次，改革开放后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演变与发展遵循何种逻辑? 背

后存在何种原因? 上述问题构成了本文的行文逻辑。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显性传播内容做客观、系统、量化描述的研究方法。20 世纪 20

① 欠缺控制的命令( command without control) 一词由 Kostka( 2016) 提出，用于描述我国环境监管中由于央
地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现象，即虽然中央政府掌握了目标设定权，但对执行与监测过程控制较小。这一
概念同样可用于描述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监管部门虽然有权就企业的生产过程或结果设置标准，
但疏于监管的做法削弱了对企业的控制，蜕化为无控制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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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兴起于传播学领域，用于研究报纸的传播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拉斯韦尔、贝
雷尔森、奈斯比特等从方法论上对其加以扩充、完善。发展至今，已形成一整套规范
的研究步骤。一般而言，通常包括确定研究问题和选择样本、确定分析框架、定义分
析单元、设置类目和编码、检验信度或效度、分析解释结果等环节( 黄萃等，2015) 。

较之于问卷收集法，内容分析法的非介入性降低了主观因素的干扰，增强了研究结

论的客观性，因而获得众多研究者的青睐。近年来，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公共管
理领域，涵盖了问责制度演进( 姜雅婷和柴国荣，2017) 、政府注意力测量( 文宏和杜
菲菲，2018) 、闲置土地治理( 王宏新等，2017) 、运动式治理( 文宏和崔铁，2015) 等众
多研究主题，展现出极强的适用性。

对本研究而言，系统梳理相关政策文本的内容是透视食品安全监管方式演进逻

辑的绝佳切入点。一方面，政策文本是监管思想的物化载体。文本内容详细说明了
所采用的监管方式是开展监管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全面把握监管方式的逻辑起点;

另一方面，作为客观的、可获取的、可追溯的文字记录( 黄萃等，2015) ，长时间积累的
大量政策文本是揭示监管方式变迁规律不可多得的分析资料。内容分析法则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通过编码将政策的质化内容转化为定量数据，使系统量化分析得

以成行。因此，本文借助内容分析法，考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概况与演进
逻辑。

(二) 数据来源

考虑到地方政策多是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制定的，本文以中央部委颁布的食品安

全监管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选用的政策文本均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起
初以“食品安全”为关键词，在“中央法规司法解释”数据集中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
628份文件。此外，鉴于精确检索可能导致许多重要法规被遗漏①，遂利用法宝联想
功能，检索其他代表性法律法规，共计 91份纳入研究样本。最后，为确保选取的政策
文本符合研究主题，确立如下筛选原则: ( 1) 相关性原则。即政策文本必须涉及食品
安全监管的具体内容。② ( 2) 规范性原则。即选取的文本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等正式文件。因此，便函等非正式文件被剔除。③ 共计剔除 281 份文本。最
终共获得 438份样本，起止时间为 1979—2017年。④ 由于政策发布时间跨度较大，如

①

②

③

④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等重要法律均被排除。因此，有必要进行二次检索。
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撤销天津市静海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的通知》仅通报处理结果，并未
说明食品安全监管的具体内容，因此被剔除。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三司关于核实安泰降压宝胶囊等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持有企业信息的函》被剔除。
由于资料收集时点限制，收集的是 2017年 9月 21日( 含) 之前出台的政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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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逐年呈现监管方式变化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年与年之间区分不大，不易探

索变化规律; 二是某些年份中特定监管方式占比可能发生异常变化，难以作为刻画

整体概况的依据。基于此，本文以重要时间节点为界考察不同阶段内监管方式的
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食品安全监管逐渐得到重视，监管力度日益增大，大致经历了如

下阶段: 监管强化探索期( 1979—1994 年) 、监管强化初步发展( 1995—2008 年) 、监
管强化快速发展期( 2009—2014年) 和监管强化战略深化期( 2015年至今) 。1979年
我国制定《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结束了多年来以试行条例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
局面①，开启了强化监管的序幕。在此期间，陆续出台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
规，如《食品卫生法( 试行) 》( 1982年) 、《标准化法》( 1988 年) 、《食品新资源卫生管
理办法》( 1987年、1990年) ，着力构建、完善以监督检查为统领的监管体系。随着计
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食品产业获得较快发展，食品链条不断延伸、

食品类别日益多样、食品企业显著增多加剧了监管的复杂性，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更
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监管体制。在此情
境下，强化监管的策略也有了新的调整。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不仅在总则中提出
鼓励社会监督②，还强调应用司法审判、行政处罚等法律手段。不仅如此，“十一五”

规划还将信息发布、诚信建设等更为多样化的手段作为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策略，

体现了构建现代型监管体系的努力。此外，随着《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 2004

年) 、《超市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试行) 》( 2006 年) 等法规出台，全程控制的思想日渐
完善，而监督检查正是实现全程控制的重要抓手。尽管采取了上述举措，监管供给
并未较好地适应监管需求，以至于这一时期出现了阜阳劣质奶粉、三鹿奶粉等震惊
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上述事件使得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推进监管方式多元化成为
政府和公众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为了更好地应对监管挑战，2009 年出台的《食品
安全法》将监管目标从保证食品卫生深化为保障食品安全。与之相适应的是，过程
控制有了更为详尽的规定，信息公开、行业自律等社会监督手段也上升为法律规定。

而且，“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完善了上述监管策略。由此，监管强化步入快速发展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则是监管强化迈向深化发展的关键契机。
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提出，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
控制、社会共治，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极为精练地总结了监管强化的方
向。同时，《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也促使食品安全执法获得
新的突破性进展，为落实最严厉的处罚提供了抓手。由此，开启了以监督检查为统
领，集风险防范、社会监督、行政执法、刑事司法于一体的新阶段。据此，处理数据时

①

②

我国于 1965年出台《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该条例在 1979年正式废止。
参见《食品卫生法》第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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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每一年度各类监管方式的覆盖率，然后将分析结果按照 1979—1994 年、
1995—2008年、2009—2014 年、2015—2017 年合并求和，并以平均覆盖率表征不同
时段内监管方式的使用情况。

(三) 文本编码

内容分析法本质上是一种编码( 巴比，2018) 。编码通常遵循两种路径: 一是从
一般的类别入手，在每个类别下进行更细致的编码; 二是根据扎根理论的原理，先对

文本进行详细编码，再逐层聚类，形成更广泛的类别( Bazeley and Jackson，2013) 。本
研究将采用第一种编码路径: 首先，根据合规动机( compliance motivation) 对监管方式
分类，以此作为基本的分析维度; 其次，利用 ＲOST NAT 3．1 软件筛选关键词并按照
监管方式分类; 最后，依托关键词运用 NVivo 11软件编码。

1． 基本分析维度
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分类应立足于监管对象的合规动机。究其本质，监管是改变

监管对象行为使之符合预期目标的过程( Koop and Lodge，2015) ，而这与合规动机密
切相关。因此，监管方式设计背后都隐含着某种合规动机假设。基于此，本文根据
合规动机对监管方式进行分类。施耐德和英格拉姆基于合规动机的分类方式颇具
影响力，他们将监管工具划分为权威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工具、学习工具、象征
劝诱工具。具体而言，权威性工具假定只要有法律倚仗，监管对象会自然服从; 激励
性工具假定监管对象是理性的经济人，不同的激励( 正向或负向) 将会影响其合规行

为; 能力工具假定监管对象有能力改变行为时，就会服从监管政策; 学习工具假定监

管对象能从经验中学习，进而改变其原有的观念，积极配合政策执行; 象征劝诱工具

假定当监管对象认为政策所倡导的行为与其理念契合时，会自然遵从政策

( Schneider and Ingram，1990) 。虽然这一分类极具借鉴意义，但仍有待完善之处。第
一，施耐德等人有关合规动机的分析缺乏更具逻辑性的一般阐述。事实上，其阐述
中已经隐含了两种基本合规动机假设———经济人假设与道德人假设。前者源于经
济人的理性计算，企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权威型工具、激
励型工具皆属此类。激励型工具的经济人假设是较为显见的，此处不再赘述。需要
指出的是，权威型工具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在于权威隐含的“背离—惩罚”威慑，监
管对象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会理性地选择服从政策。由此观之，经济人假设是权威
型工具所隐含的合规动机假设。后者则认为合规行为源自企业美德，视其为自身义
务( May，2004，2005) 。能力工具、学习工具、象征劝诱工具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当监
管对象有能力或认同时，其乐于主动服从政策，而这与道德人假设相契合。第二，权
威型工具与惩罚、刑罚等负向激励型工具的作用机制类同，均是基于“背离—惩罚”
逻辑。为避免混淆，需要将激励型工具范围进一步缩小为正向激励工具。第三，学习
工具与象征劝诱工具颇具相通之处，均强调改变监管对象的思想观念，获得其认可、遵
从。因此，可以将两种工具进一步合并。基于此，本文将监管方式分类如下(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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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分类及比较

强制型监管 激励型监管 能力建设型监管 象征劝诱型监管

合规动机假设 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 道德人假设 道德人假设

监管本质 对抗 合作 合作 合作

适用情景

产业内企业大多

同质，且监管机

构明悉达成监管

目标的最佳制度

设计

监管能力、政
治压力等导致

惩罚承诺难以

成行

帮扶小型企业 转变企业价值观念

具体工具品种

行政许可、检查、
专项行动、制定
标准规范、执法、
落实经营主体

责任

资金支持、政策
扶持

专业知识培训、
技术提升

社会监督、政策宣传、
示范创建、自律、信息
公开

( 1) 强制型监管。即所谓的原型监管( prototype regulation) ( Koop and Lodge，
2015) ———监管主体利用正式权威发号施令，使监管对象俯首帖耳。具体可分为行
政许可、检查、专项行动、制定标准规范、执法、落实经营主体责任。① 它以经济人假
设为基础，认为合规与否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倘若监管机构探查违规行为的能
力强，且事后惩罚承诺可信，那么遵守规制合同则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究其本质，
它视监管过程为法律过程( legal process) ( Coglianese and Kagan，2007) ，遵循“背离—
惩戒”逻辑，潜在地将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对立起来。当产业内企业大多同质，且监
管机构明晰达成监管目标的最佳制度设计，这类监管方式较为适用( Gilad，2010) 。
然而，作为刚性监管手段，不宜将之应用于复杂、异质性、动态变化的监管对象，否则
易导致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 Gilad，2010) 。
( 2) 激励型监管。即利用正向激励鼓励监管对象实施监管主体所预期的行为，

包括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将监管过程视为社会过程
( social process) ，强调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联袂合作( Coglianese and Kagan，2007) 。
企业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者，有权选择是否参与其中。当监管能力、政治压力等因素
导致惩罚承诺沦为空谈，激励型监管比强制型监管更有效( Segerson，2017) 。然而，
激励措施尤其是经济激励也存在不足之处。从经济效率看，财政补贴可能导致产业
的过度进入，从长远看进一步加剧食品安全风险; 不仅如此，任何形式的补贴都须依

① 落实企业经营主体责任是指监管部门检查监管对象是否落实内部监管制度。在此情境下，企业无权决
定是否建立内部监管制度，因此属于强制型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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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扭曲性税收( distortionary taxation) 予以保障，进而造成福利损失( Segerson，2017)
( 3) 能力建设型监管。通过提供信息、培训、教育、资源，力图使监管对象有能力

遵守监管制度( Schneider and Ingram，1990) 。具体可分为从业人员培训、技术提升。
其假设前提是，监管对象是道德的、无意违背监管规则，但自身能力限制致使其无
力遵守监管要求。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它通过构建合作支持关系，着眼于长
远安全形势的改善。已有研究也显示此类监管尤其适用于帮扶小型企业( Eisner，
2004) 。
( 4) 象征劝诱型监管。通过说服、劝诫使监管对象认同监管目标、自愿遵从监管

制度。具体可通过社会监督、政策宣传、示范创建、自律、信息公开实现上述目标。
它以道德人假定为基础，个体行动依适当性逻辑行事。如果政策目标是政府极力推
崇的优先事项; 符合政策对象的价值观、信仰和偏好; 或展现出积极正面的形象，那
么监管对象更可能接受并遵从( Schneider and Ingram，1990) 。本质上是通过推进监
管主体与监管对象沟通合作，共担监管责任。较之于其他监管形式，合规承诺一旦
内化于企业行为之中，则影响更为持久深远。当行业内违规行为猖獗、乱象丛生，转
化价值观念更是重中之重，此时须诉诸象征劝诱型监管。尽管如此，还应辅之以第
三方监管或强制性威慑手段，否则将滋生策略性逃避行为( Berliner and Prakash，
2015; Coglianese and Nash，2016) 。

2． 关键词筛选
由于 NVivo 11 软件对中文解读效果不甚理想，故选用 ＲOST NAT 3．1 进行分词

及词频统计操作。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将所有政策文本合并，导入软件进行分词;
初步分词结果将“标准制( 修) 订”“政策支持”等词语拆分。① 第二，将上述词语添加
至软件的分词词库，重新分词并统计词频。第三，结合原始文本剔除歧义关键词。
第四，根据基本监管方式类型，将关键词归类( 见表 2) 。

表 2 关键词及词频统计

监管方式 一级关键词 二级关键词 频次 二级关键词 频次

强制型监管 行政许可

许可 1071 经营许可 109

许可证 517 市场准入 82

生产许可证 387 卫生许可证 75

行政许可 232 登记注册 58

注册 211 注册登记 51

登记 142 准入制度 46

准入 141 登记管理 20

审批 119 行政审批 20

① 具体包括标准制( 修) 订、政策支持、飞行检查、税费减免、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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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监管方式 一级关键词 二级关键词 频次 二级关键词 频次

强制型监管

检查

专项行动

制定标准规范

执法

落实主体责任

监测 1523 现场检查 52

抽检 691 飞行检查 50

监督检查 636 清查 49

抽样 344 质量监测 41

巡查 217 产品检验 30

监督抽查 118 抽验 21

分级管理 98 分类管理 20

出入境检验 69

整顿 499 治理整顿 47

专项整治 446 政治工作 42

整治 359 专项治理 16

专项整治工作 102

国家标准 1571 操作规范 39

安全标准 491 质量标准 35

标准制( 修) 订 59 强制性标准 33

国际标准 48 操作规程 17

技术规范 45 标准化工作 16

执法 660 行政处罚 130

查处 460 行政执法 122

罚款 317 取缔 120

处罚 267 依法查处 112

整改 231 严厉查处 103

吊销 217 扣押 75

打击 211 警告 72

严厉打击 203 惩戒 48

没收 177 封存 45

撤销 147 停业 40

查办 134 强制执行 32

销毁 131 打假 31

召回 306 自检 38

退市 207 健康检查 36

索证索票 116 过程控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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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监管方式 一级关键词 二级关键词 频次 二级关键词 频次

激励型监管

资金支持

政策扶持

补助资金 7 税费减免 2
补贴 7 财政补贴 1
信贷支持 3 税收优惠政策 1
基地建设 14 免验 6
免检 12 优惠政策 6
帮扶 9 扶强扶优 3
政策支持 9 提供优质服务 3
品牌建设 8

能力建设型监管

从业人员培训

技术提升

员工培训 3 人才培养 1
专业教育 1 职业技能培训 1
职业教育 1
技术改造 22 技改 3
连锁经营 19 改建工程 2
集约化 9 管理创新 2
重组 9 兼并 2
结构调整 8 结构优化 2
企业兼并 5 连锁化 2
产业化 5 企业技术创新 1
产业结构调整 4 强强联合 1

象征劝诱型监管

社会监督

政策宣传

示范创建

自律

信息公开

举报 493 舆论监督 56

投诉 208 消费者投诉 32

社会监督 136 群众监督 17

听证 75 公众参与 11

宣传 520 倡导 35

引导 317 宣教 32

教育 158 宣传工作 28

宣传教育 121 宣传报道 20

普及 83 新闻宣传 19

科普 80 普法 8

示范区 26 典型示范 3

双创 7 示范点 2

示范作用 5 示范园 2

自律 173 信用评价 9

行业自律 68 职业道德建设 6

诚信经营 44 信用管理 5

诚信建设 39 职业道德教育 4

公开 265 曝光 69

公示 136 社会公布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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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本编码
本研究采用 NVivo 11自由节点编码功能对政策文本编码。操作如下: 第一，将

基本监管方式类型及具体措施分别设置为树节点与子节点; 结合关键词，以自然句

为单位对文本编码并归入相应节点。第二，当自然句中包含多个关键词，如果属于
同类监管手段则编码 1次，否则，视具体情况重复编码。第三，为确保编码一致，首轮
编码完毕后，由另一名编码员审查编码是否恰当。若存在分歧，则经过讨论后重新
编码，争取意见的收敛。如此经过两轮确定最终编码( 编码示例见表 3) 。第四，编码
完毕后统计编码覆盖率，检视已确定的分析维度对文本的解释力。结果显示，政策
文本的平均编码覆盖率均在 60%以上，表明现有的分析维度较好反映了文本，值得
采信( 见图 1)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存在重复编码情形，计算总覆盖率时，在上述四
个基本节点之上设置“汇总”父节点，并勾选“从子项合计编码”，避免重复计算编码
覆盖率。正因如此，某些时段内监管方式编码覆盖率之和略大于总覆盖率。

表 3 编码示例

材料来源 政策内容 编码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和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

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按照《食品安全
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要求，严把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堂食品经营许可准入
关，重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设备布
局、清洗消毒、冷藏冷冻和食品留样等项
目的审查力度，对食堂经营场所进行现场
核查合格后方可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

行政许可—经营许可

图 1 政策文本节点编码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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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

表 4展现了不同阶段监管方式占比。就使用概况而言，四类监管方式均有所涉
及，但偏好差异明显: 强制型监管方式最受青睐，平均占比高达 90．15%，远远高于其
他监管类型; 象征劝诱型监管次之，平均占比为 6．83%; 激励型监管与能力建设型监
管最少，占比分别仅为 1．01%、2．13%，未来有待拓展。

表 4 1979—2017年各类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占比 %

监管方式

时段
强制型监管 象征劝诱型监管 能力建设型监管 激励型监管

1979—1994年 97．25 0．71 1．49 0．55

1995—2008年 91．93 6．02 1．00 1．57

2009—2014年 85．81 11．15 1．45 1．22

2015—2017年 85．62 9．44 4．59 0．70

平均占比 90．15 6．83 2．13 1．01

注: 占比=监管方式编码覆盖率 /总编码覆盖率

图 2 1979—2017年各类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占比变化趋势
注: 占比=监管方式编码覆盖率 /总编码覆盖率

图 2显示了不同时期监管方式占比变化。数据显示，强制型监管方式占比呈稳
步下降态势; 激励型监管占比则始终保持在 0．55% ～1．57%的低位徘徊; 能力建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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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与象征劝诱型监管占比则呈上升趋势。不过前者的占比较小，整体仍处于较低
水平。象征劝诱型监管占比则一度从 0．71%跃升至 11．15%，虽然回落至 9．44%，但
就总体趋势而言，逐步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组成结构失衡，强制型监管方式供给过溢，意味着

监管模式的管控元素依旧突出。追根溯源，一方面，受路径依赖制约，计划经济时期
的管控体制影响颇深，强制型监管依然是首选的监管工具; 另一方面，时有发生食品

安全事件削弱了政府对企业的信任，甚而视其为社会弊病的“元凶”，不断侵蚀二者
合作的基础，转而以重典治乱的手段扭转食品安全形势。专项行动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这一点: 每当恶性食品安全丑闻曝光，监管部门通常会迅速开展针对特定群体的

集中整治活动，尤为强调以严打正本清源。例如，2017年 10月安徽省“百日行动”严
厉打击肉制品犯罪，两个月内共出动执法人员 1．8 万余人次，开展执法检查 4340 次，

立案 41件，移送司法机关 10件，罚没金额 18．3 万元，无害化处理肉品 3．47 吨( 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8)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替代性监管方式供给不足。其中，尤以激励型监管与能
力建设型监管为甚。从历次食品安全规划的内容中可窥见一二: 相关政策内容不仅
极为有限且较为模糊。在激励型监管方面，仅“十二五”规划提出运用技改投入支
持、品牌培育等政策扶持手段，作为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的配套措施。① 然而，并
未说明扶持力度、牵头部门等实施问题。与之类似，涉及从业人员培训的条款亦是
以寥寥数语简单提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食品安全监管督查侧重于考察专项整
治、监督检查等强制型监管或示范创建等象征劝诱型监管的落实情况，忽视考核激
励型监管与能力建设型监管，无疑不利于激励监管部门采用多样化监管手段。不仅
如此，税收减免、补贴等措施还需要政府筹措资金负担支出，不但会挤占监管部门资
源，还会因支出责任归属引发博弈。出于利益考虑，监管部门自然不热衷于此类监
管方式。

第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演变逻辑是从对抗式监管走向合作式监管———

强制性、对抗性元素渐次收缩，柔性、协同性元素稳步扩张，顺应了食品安全治理现
代化的发展趋势。1979—1994年，几乎完全依赖强制型监管方式。这一时期食品企
业性质相对单一，多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加之，政企脱钩尚未完全实现，正处于
政企合一转向政企分离的过渡时期。企业大多在体制上高度依附于主管部门，是科
层组织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因此，监管部门偏好运用行政命令等科层控制手段管
理企业。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食品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强制型监管逐渐暴露
出固有缺陷，促使监管部门寻求辅以替代性监管方式。2001 年国家轻工业局被正式
撤销，标志着公有制企业在体制上与主管部门正式分离，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

① 详细内容参见《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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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还涌现出大量非公有制食品企业。到 2008年，除烟草行业外，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全行业的企业产值中占比极低，市场化程度极高( 胡楠等，

2008) 。食品行业获得飞速发展。2012—2015年，食品工业产值由 80408．2亿元增加至
105334．2亿元( 魏益民，2017) ，增幅达 30%。与此同时，企业异质性也显著增强。面
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强制型监管的缺陷暴露无遗。首先，监管对象规模扩张、异质性
强化，使得仅凭强制性手段监管机构不但难以根据监管对象特点制定“针锋相对”
( tit for tat) 的监管策略; 还限制其迅速探查违规行为，致使惩罚的威慑效应大幅削
弱。其次，强制型监管刚性有余、弹性不足，难以应对迅速变化的监管环境，与调适
性监管存在不小的差距。最后，强制型监管权力行使具有单向性( 宋慧宇，2013) ，将
其他行动者排除在外的做法，埋下了监管部门为产业俘获的隐患。
强制型监管的诸种不足促使监管部门探索多元化监管手段。其中，象征劝诱型

监管逐步得到重视。较之于强制型监管，此类监管手段放权于市场、社会，突出多元
主体协作、共担监管责任( 刘飞和孙中伟，2015) ; 并且借由柔性手段促使合规承诺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塑造良好的监管环境。事实上，说服教育、群众监督等手段自革
命时期就是重要的治理策略，具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监管部门也以此作为食品安
全治理工具，特别是 1995—2017年，这一手段得到持续重视: 2004 年出台《关于加快
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构建食品安全信用运行机制，推动企业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改善食品安全形势; 2010年制定《关于加快食品信息公布管理》，建
立起信息公布制度; 2011年颁布了《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
完善举报受理、举报核查与奖励兑现的工作机制，以制度化形式推进公众监督，营造
群防群治的监管环境; 2015年新《食品安全法》更是将社会共治上升为食品安全治理
的原则;“十三五”规划也将社会共治纳入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事项，力图构建企业
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体系。至此，象征劝诱型监管获得
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趋势顺应了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潮流，为改善食品安全监

管绩效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四、食品安全监管方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多元化与宏观监管环境———治理模式以及具体问题
的监管过程特性密不可分。前者表明监管方式嵌入治理模式逻辑这一更大的框架
下( Howlett，2009) ，后者则表明监管方式的选择需考虑工具理性，应用与监管过程特
性相适应的监管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监管过程本质上是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互
动过程。因此，双方的特点决定了互动特性，亦即监管过程特性，如图 3所示。

(一) 监管环境: 为走向合作治理模式提供契机

监管工具选择深受宏观监管环境，尤其是治理模式形塑。究其本质，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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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食品安全监管方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是国家与市场、社会力量的互动风格。它关乎所涉及的参与者及其扮演角色类型，
以及行动者互动的性质和逻辑。纵观世界诸国治理实践，不难发现不同的治理模式
通常也具有不同的工具选择偏好。例如，豪利特认为现代民主国家通常采用法律治
理、法团主义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等治理模式，在工具选择上则分别青睐使用
法律制度( 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国家制度( 计划和宏观层面谈判) 、市场制度
( 拍卖、合同、补贴、税收优惠和惩罚) 、网络制度( 合作、志愿社团活动和服务供给)
( Howlett，2009) 。由此观之，治理模式框定了监管工具选择范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工具选择的变化势必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具有密切联系。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具
选择呈现出路径依赖基础上的渐进调整，既注重方式创新又保持原有优势。一方
面，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管控型国家治理模式影响深远，导致我国监管工具选

择仍以强制型工具为主。管控型治理模式之下，国家治理被理解为政府一元治理，
在治理工具选择上几乎完全依赖行政强制色彩浓烈的行政命令等工具，食品安全监

管亦不例外。同时，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管控型模式的治理风格至今仍“余威不
减”。而从治理绩效的角度看，相较于替代性监管方式，监管者对强制型监管方式的
使用规律显然更为谙熟于心。在增加替代性监管方式供给的同时，仍以强制型监管
作为主要监管工具有助于避免治理绩效出现剧烈波动。
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不断加速的国家治理改革促使国家治理模式向合作治理

转型，进而推动了监管工具选择逐渐呈现放松管控趋势。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治理
体制改革等重大治理变革举措合理调整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协同
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在协同治理模式之下国家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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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治理，柔性、协同性的监管方式得到重视与应用，食品安全领域社会共治理念的
提出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产物。监管目标的实现愈发强调合作因素，诸如公民参
与、行业自律等。因此，象征劝诱型监管成为放松管控趋势下最具活力的替代性监
管工具。

(二) 监管转型: 契合合作监管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及监管对象发生了许多变化。从监管主体
看，问责制度的强化，倒逼政府监管主体采用更为多样化的监管方式，提升监管绩

效; 监管体制的完善、行业协会等社会监管主体的成长丰富了监管资源，为监管多元
化提供了契机。从监管对象看，食品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异质性不断强化，客观上需
要应用权变性的监管策略，从而实现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促进企业发展。许多食品
企业的自律行为，也反映了应用替代性监管方式是可行的。上述变化意味着隐含对
抗色彩的强制型监管难以适应现实挑战，必须关注合作式监管策略，由此推动了监

管方式多元化。
1． 监管主体: 问责制度强化与监管资源丰富促使监管多元化
( 1) 问责制度强化加剧监管多元化的紧迫性
新世纪后爆发的数次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促使问责制度逐步明晰化、严苛化。一

方面，食品安全监管职责逐步厘清，为有效问责提供了前提。受路径依赖制约，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长期由多部门共享管辖权。深受职能越位、错位，机构重叠、交叉
等现象困扰，使部门问责难以落到实处。历数改革开放以来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
机构改革，无不与明晰部门监管职责、优化权责配置有关。从 1998 年机构改革，到
2004年确立分段监管体制，到 2013 年实行统一权威监管体制，再到 2018 年三局合
一改革，厘清机构职责的思想一以贯之。另一方面，问责制度也日渐严苛。2013 年
提出“最严肃的问责”确保食品安全; 紧随其后便出台《201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
排》，将食品安全作为地方政府年度综合目标、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考核内容; 2016年《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省级政
府考核评议; 2019年，出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利用跟踪督
办、履职检查、考核评议三管齐下确保问责发挥应有功效。在此背景下，监管多元化
就成为必然选择。因为强制型监管虽然适用于当产业内企业大多同质，且监管机构
明晰达成监管目标的最佳制度设计的情境，但难以用于监管复杂、异质性、动态变化
的对象，必须应用其他类型监管方式，以适应更为复杂的监管环境。非强制型监管
方式的有效性也因国际同行的应用得到证实，例如，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风险评
估等更具灵活性的监管方式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纳。
( 2) 监管资源丰富提供监管多元化的可能性
如果说问责制度的强化提出了监管多元化的要求，那么监管资源的丰富，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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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监管体制的完善、行业协会等社会监管主体的成长则提供了可能。以信息管理为
例，近年来我国一直将强化信息管理作为改进监管体制、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抓手
之一。监管体制发展初期，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信息建设呈现分散建设、信息孤岛、小
格局等不利局面。随着电子政府建设加速，从信息化标准、基础设施云平台、应用系
统门户集成和数据治理四个层面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 黄星星，2017) ，极大地改善
了信息搜集、处理能力的提升。信息管理不仅有助于推进协同监管、提升执法效率，

还有助于形成企业的信用信息库，使诚信建设、企业自律成为可能。

社会监管主体的成长有助于分担部分监管责任，为释放监管空间创造了有利条

件。社会组织的成长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类型的多样以及专业能力的提升。从
数量来看，1999年共有 155个食品类社会组织，2009年则激增至 549个，2019年则继
续稳步增加 1573个。从类型来看，成立了维权类、服务类、行业自律类等类型多样、

较为齐备的社会组织或协会，基本涵盖了食品安全的方方面面。从专业能力来看，

专业技能人员与专职人员比重不断增加。发展之初，食品类社会组织面临高素质、

专职人员匮乏这一困境。以深圳市为例，得益于各项扶持政策，深圳市社会组织从
业人员学历层次虽仍以大专以下学历者为主，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占比逐年上

升，截至 2017年增加至 32．50%; 同时，过去以兼职工作人员为主、专职工作人员为辅
的状况得以扭转。2017 年，在 146258 名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中，专职工作人员，
118770人，占主体的 81% ( 陈德明，2019) 。虽然这一调查是针对整体社会组织概
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食品类社会组织的状况。得益于此，我国逐渐形成了
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不仅拥有大量知名企业加入，还邀请了大

量专家学者坐镇。它们不仅掌握了大量相关行业发展动态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理论
支撑与引导，使其在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上具有极大优势。社会组织以相对较低的成
本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信息，并加以处理转化为政策建议或专题报告，发挥建言献

策、传播政策动态、联系政府与利益相关者等一系列智库功能。以中国营养保健食
品协会为例，虽然成立时间不过四年多，但已经承担政府委托课题 14项、举办专题研
讨会 67场、报送政府部门政策建议及研究报告 30 件、反馈行业建议 1．5 万余条( 中
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2019) 。与此同时，得益于经年的科普教育，社会公众具有较
强的维权意识，成为重要的社会共治主体。调查显示，97．7%的受访消费者在进行线
上消费前都会查阅或参考相关评论，98．3%的受访者面对经营者失信或违法违规行
为会采取维权行动( 中国消费者协会，2019) 。

2． 监管对象: 食品企业发展与自律行为呼唤合作监管
( 1) 食品企业发展凸显传统监管方式的局限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我国食品产业迅速发展、门类分化愈发明显、产

业链条不断延长。上述变化意味着，食品安全涉及的环节更多———涵盖从农场到餐
桌的全过程; 监管对象更为复杂———企业异质性程度不断增加，既有数量众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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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以上食品企业，还存在为数不少的流动摊贩、食杂店、小作坊等“三小”经营单位分
布于广大的乡村地区; 任务更为多样———不仅需要控危害，还关注促发展。例如，在
整治农村“三小”问题时，既要关停、打击不合格单位，还要考虑帮扶主动整改的经营
单位。与数量众多的监管对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监管主体人员、技术能力相
对不足。这一矛盾在基层更为凸显，基层监管人员不仅技术能力相对薄弱，还大量
承担乡镇非监管业务工作，严重挤占食品安全监管资源、削弱监管力度; 而且，基层
监管人员还存在较为普遍的同工不同酬问题，不利于思想稳定，损害了监管效率( 王

庆邦，2019) 。以“双随机、一公开”的基层实践为例，调研发现，工作推进初期，许多
参与人员对业务不熟悉，认为这项工作不属于自己的本职，导致业务推进缓慢( 薛婷

等，2019) 。显然，仅依靠强制型监管难免力有未逮，必须以更具灵活性的监管方式
影响监管对象行为。
( 2) 食品企业自律行为为监管多元化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部分企业尤其是行业领军企业主动推进行业自律。例如，许多大型企业

采取更为严苛的标准( 例如，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分析等) 生产加
工食品。以麦当劳为代表的许多餐饮企业推出“神秘食客”活动，与第三方合作招募
体验者。体验者到指定门店消费，并将消费过程录音、拍照，并在体验结束后完成调
查问卷。餐饮企业则通过反馈信息总结各环节不足，并作为改进依据。许多行业组
织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保障行业健康发展。例如，为响应 2017 年开展的全国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食品行业 40 家国家级行业组织联合发布
《食品行业组织反欺诈和虚假宣传公约》，希冀借此涤荡行业风气。自律行为表明企
业并非纯粹的经济人，愿意承担其社会责任，为监管双方的互信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为替代性监管方式的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3． 监管过程: 从对抗转向合作监管的工具变革
上述变化促使食品安全监管过程逐渐从对抗转向合作监管策略。一方面，对抗

式策略难以促进监管绩效持续提升。这一策略得以奏效的重要支撑点是，以强大监
督检查能力保证惩罚威慑成为可置信的承诺，减少监管对象的投机侥幸行为。然
而，市场化改革以来，与食品企业数量激增、类型分化形成对比的是，监管主体能力
虽然有所增进，但仍存在监管人员配备、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这意味着摸清所有
监管对象的情况、保持持续的高密度监管，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难以实现。这时候，

依靠传统单一的监管工具损害了惩罚承诺的可信性，导致监管工具供给与现实需要

产生了较大的差距，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政策绩效。由此观之，有效监管离不开监
管对象的合作，以弥补对抗式监管过程的局限性。不仅如此，对抗式监管过程隐含
着对监管对象的不信任，否认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动性，不仅打击了诚信经营者的

积极性，还忽略了部分企业因能力不足而无力遵守监管要求的现实，不利于分类监

管、精准施策，阻碍监管绩效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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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活力、行业协会等社会监管主体的成长以及监管
对象自律意识的强化促进合作监管策略的应用。食品市场竞争机制的日益完善、社
会大众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和技术手段的持续革新为其他监管工具的应用提供了

可能和启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策绩效。此外，作为补充性监管力量，社会监管
主体的成长有助于延伸监管触角、缓解信息不对称，加大食品经营企业不法行为曝
光的可能，促使企业规范其行为。而且，企业也逐渐认识到自律行为不仅能实现其
社会价值，带来良好的企业声誉、获得市场份额，还能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性。相较于
对抗式监管下的单方刚性规定，自律意味着企业可以选择更为合适的、更低成本的
控制手段。简言之，合作式监管过程有助于产生多方共赢的结果。

总体而言，由于治理模式转型带来的契机以及监管过程转变的迫切需要，监管

工具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强制性监管工具，而是运用更具针对性的多样化监管手段，

由此促成了监管多元化。

五、结语

本文以 1979—2017年中央政府发布的 438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
析法，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使用概况与演变历程。研究发
现，从方式类型上看，我国综合运用了强制型监管、激励型监管、能力建设型监管与
象征劝诱型监管方式，但存在结构性失衡: 强制型监管供给过溢，激励型监管、能力
建设型监管供给不足。从演变历程上看，大体遵循从对抗型监管走向合作型监管的
发展逻辑———强制性、对抗性元素渐次收缩，柔性、协同性元素稳步扩张。其中，象
征劝诱型监管日益获得重视，社会共治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着力构建的新模

式。监管方式之所以呈现如此变化，源于治理模式转型带来的契机以及监管过程转
变的迫切需要。

上述结论对指引未来食品安全监管具有重要意义。监管方式的结构性失衡不
利于政策组合( policy mix) ，应着力改善这一局面。面对治理实践复杂、多层次、多参
与者的挑战，西方公共政策出现强调工具 /政策组合的新政策设计转向( Howlett et
al．，2015) ，这一转向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应对监管问题必须
超越单一监管工具取向。监管方式组合必须基于以下知识: 不同类型监管工具影响
政策产出或结果的能力以及监管工具按照其预期运作所需资源。而上述知识多是
情境化的，意味着知识积累离不开实践经验总结。然而，监管方式的结构性失衡表
明部分工具( 激励型监管、能力建设型监管) 的情境化知识是极为欠缺、匮乏的，势必
不利于政策组合。因此，应着力改善这一局面。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有意识地
丰富激励型监管、能力建设型监管方式工具品种。根据前文总结的监管方式构成
( 见表 2) ，不难发现相较于强制型监管与象征劝诱性监管，激励型监管、能力建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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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具体工具品种较为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使用范围，有必要丰富工具

品种。例如，可以引入行政合同激励企业自律。二是激发支持性的公众话语与政治
话语。如前所述，激励型监管特别是资金扶持因其附带的经济利益损耗，可能导致
监管机构不热衷甚至反对使用此类工具。支持性话语特别是政治话语，则有助于增
强监管方式的合法性或认可度，减少可能存在的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本文主要依据政策文本的内容考
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演变，但是政策文本与执行实践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因

此研究结论可能与监管现实存在出入; 第二，本文选用的是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由

于中央政策需要考虑全局，因此监管方式转型相对稳健。与之相比，地方政府在遵
循中央一般政策方向前提下，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监管转

型的步伐可能更为迅速。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与地方监管实践存在一定的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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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Collaborative Ｒegulation:
The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Food-Safety Ｒegul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438 Policy Texts ( 1979—2017)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UO Longxia XU Guochong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and examine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 of China's food-safety regul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article uses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on food-safety regulation
issu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ureaus from 1979 to 2017．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 1) China has comprehensively used mandatory regulatory tools，incentive
regulatory tools，capacity-building regulatory tools，and symbolic and hortatory regulatory
tools，but there have been structural imbalances: overuse of mandatory regulations and
insufficient use of incentive regulations and capacity-building regulations; ( 2 ) China
generally follows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 from confrontational regulation to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Mandatory and confrontational elements gradually decline，whereas flexible and
collaborative elements steadily expand． Among the latter， symbolic and hortatory
regulatory tools are attracting more attention，and social co-governance has become a new
mode of food-safety regulation． The reason for such a change in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is
the opportun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governance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ulatory process．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food-safety regulations． We must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and promote a mix of
appropriate regulatory tools based on knowledge about the 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gulatory tools to influence policy outputs or outcomes and the resources required for the
regulatory tools to operate as expected． The accumulation of such knowledge is contingent
on the contextual experience． On the one hand，we should consciously enrich the varieties
of incentive and capacity-building regulatory tools． For example，administrative contracts
can be introduced to encourage self-discipline． 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stimulate
supportive public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Incentive regulatory tools，especially financial
support，can lead to a regulatory reluctance or even opposition to the use of such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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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f the associated economic costs． A supportive discourse，especially a supportive
political discourse，helps to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r recognition of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and to reduce possible resistance．

The key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policy texts，but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 policy texts and implementation，so the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may fail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e reality． Another difficulty arises from the selected samples， i． e．，official
documents by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ince central policy must consi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transformation of its regulatory style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contrast， local
governments，based on the premise of following the general policy dire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can formulate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with greater
autonomy，thus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may deviate from local regulatory practices．
Keywords: food-safety regulation; mode of regulation;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